
二十世紀，特別是二十世紀後半

葉，對於人類來說是個非凡的時代，

人口總量飛速增加，同時伴隨B社

會飛躍式的進步。自1900至1950年，

世界人口增加了50%；而在過去的

五十年U，人口總量又增加了2倍，

至二十一世紀的轉折點，人口總量達

到了60億。在不久的將來，世界人口

還會繼續增加，雖然速度緩慢，但是

總量將更加龐大。目前大多數國家的

生育率下降了，人口增長速度也放緩

了，但據聯合國預測，2050年世界人

口將增加到90億，本世紀末穩定在

100億左右。如此巨大的人口數量似

乎使人們對數字大小的認知麻木了，

社會學家及公眾對此也沒有足夠的關

注。其實，這些人口學數字實際上揭

示出二十世紀人類社會的變遷歷程。

人類社會的進步並非一帆風順。

二十世紀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對猶

太民族的大屠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

義陣營間的冷戰、社會主義陣營的瓦

解和艾滋病的蔓延等，直覺上，這些

都與社會進步相左。然而，世界人口

在過去兩個半世紀的變遷是對社會進

步最好的佐證。縱觀人類歷史，人口

數量向來被作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

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1。農業品

產量的增加和經濟的發展、長途交通

與通訊的發展，以及全世界為戰勝傳

染病和饑荒一致的努力（包括建立世

界ü生組織以及國際援助），都為世

界人口增加提供了動力。和人們的美

好預期和展望相比，人類的社會和經

濟狀況也許還很糟糕，但是相對於過

去的時代，二十世紀，特別是二十世

紀後半葉還是值得稱道的。

一　人口膨脹和「馬爾薩斯
陷阱」　　　　　

不過，人口增長是把雙刃劍。短

期而言，人口增長說明那個時期經濟

和社會發展良好，但是如果持續一段

時期，人口增加則對社會資源，特別

是糧食資源造成很大的壓力。在有限

的生態環境中，任何種類生物數量的

迅速增加，很快就會引發「人口爆炸」

的爭論，以及對當地環境承載力的討

論。雖然世界人口數量一再增加，

但是並沒有造成滅絕的災難；相

反，人們的生活比以前更好。我們可

以說，人類的增長史說明「馬爾薩斯

世界人口增長與社會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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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Malthusian Trap，人口增長的

速度大於物質資源增長的速度）並非

人口增長的必然結果，人類有能力跳

出這個陷阱。

對抗「馬爾薩斯陷阱」的第一種方

法就是遷移。人類歷史上屢次發生人

口和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向鄰近或較

遠陸地遷移的案例。第二種方法是技

術和社會組織的變更，以協助人類從

自然資源中攫取更多生計資源和能

源。蔚為壯觀的知識積累，以及運用

這些知識對資源的重組和更先進科技

的發展，使當代人類超越了有限資源

的瓶頸。

值得探討的是，資源優化組合和

科技進步是否具有無窮的力量協助人

類克服資源限制？即使人類能夠尋找

和利用更多的可再生資源，理論上，

如果人口持續增加，最終定會出現龐

大的人口與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但

是這種困境不是不可逆轉的，因為人

口數量本身也是左右該矛盾的一個變

量，人口數量並不會像人們所設想的

那樣一直持續增長。最近幾十年U，

人們自覺控制生育，放慢了人口增加

的步伐。生育率的降低被傳統人口學

認為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作

為外在動力，公共政策可能加速了生

育率轉型的速度，但是它具體如何和

社會經濟發展這個內在動力一起作

用，從而影響生育率的原理，以至改

善人類生存的條件，還尚未為人完全

明瞭。

二　人口遷移、人口增長
與社會變革　　

現代人類是10萬年前非洲古人類

的一個分支。語言的產生使人類得以

積累和分享知識，並能更好地進行群

體行動，從而更有效率地獵取食物。

語言交流稟賦使得人類有能力居於食

物鏈的頂端，並且帶來了第一次「人口

膨脹」，或者叫「大躍進」。在5至6萬年

前，人類已遍及了世界的各個角落，

這也使他們不得不考慮當地生存環境

對人類未來世代的承載力。遷移是人

類對於人口壓力的第一個回應2。當

家庭遷往新的地方，他們不得不學會

如何適應新的氣溫變化，如何在新的

動植物群落中生存下去。事實證明，

人類的適應力無與倫比，人類的足ø

也因此遍布了地球上絕大部分區域3。

在大約6萬年前，人類到達了亞

洲，1萬5千至3萬年前到達了美洲，

此後在大約1,000年前又向太平洋的小

島擴散4。早期的人口擴張在現在看

來雖然規模甚小，但是卻顯示出人類

巨大的生育力和人類對人口壓力回應

的能力。遷移也促進了文化的多樣

化。為了適應當地的生態環境，人們

發展了不同的文化。

大約在1萬年前的史前時代，人

類應對人口壓力的流行手段就是種植

植物和馴養動物5。雖然居有定所的

農業社會為人口再增長提供了條件，

同時也創造了古代文明，但是從狩獵

到農耕的轉變，也許並非人們自願轉

型，而是人類在狩獵遠遠不能滿足生

存的情況下無奈的抉擇。即使是現今

倖存的狩獵部落，仍然拒絕社會協助

他們以定居務農為生，因為在一般情

況下，農民要比獵人工作更長時間且

消費更少的食物，而且還要忍受統治

階層的壓迫6。

大約在公元前8500至3000年，人

口壓力在很多地方促進了農業發展，

包括西南亞洲（富饒的舊土耳其）、中

國、新畿內亞以及非洲和美洲的很多

地方7。務農可以為人口穩定增長提

供保障，因為在同樣大小的一片土地

如果人口持續增加，

最終定會出現龐大的

人口與有限資源之間

的矛盾。但是這種困

境不是不可逆轉的，

因為人口數量本身也

是左右該矛盾的一個

變量，人口數量並不

會像人們所設想的那

樣一直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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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政治與法律 上，農業可以比狩獵提供更多的食

物，從而支撐更密集的人口。

另一方面，農業改變了生育率和

死亡率的動態機制，同時也改變了人

們的生育意願。生育率在狩獵社會可

能比農業社會低，因為在農業社會有

了固定住所之前，絕大多數部落是不

斷流動的，他們為了覓食必須從一個

地方移動到另一個地方，四處奔走。

母親必須帶B年幼小孩子進行長距離

的遷移，而一個婦女在奔走中每次只

能繫帶一個嬰兒。此外，由於生育間

隔太近，溺嬰是當時的普遍選擇之

一。另外，可食的動植物常常為一個

地方可生存的人數設置上限。如果人

口超出了該地方的承載力，則會危及

整個社區的繁榮，除非一部分人口及

時死亡或者離開該地方。因此對於狩

獵部落來說，穩定的人口比增長的人

口更有利於生存，這也限制了他們的

生育率。

農業社會相對比較高的生育率，

是針對密集的群居生活造成的高死亡

率的一個回應——高死亡率需要高生

育率來彌補。另外，農業社會的各種

經濟和文化誘因也激勵家庭多生多

育8。在農業社會U，子女是重要的

勞動力。即使是年幼子女也可以為家

庭做幫手，譬如照管家禽、做例行雜

務。一般農業社區人口的增加，可通

過擴張周邊土地的耕種而提供更多的

糧食，從而紓緩人口壓力。農業人口

的不斷擴張逐漸取代狩獵群落，揭示

了人口和社會變遷的同步性。

科學家針對現代歐洲人類的基因

遺傳研究發現，歐洲人口是由中東

務農人口遷移而來的，於公元前9000

至6000年前逐漸增長擴張9。密集的

農業人口使得他們處於軍事優勢，並

且為後來的代際人口發展提供了基因

庫。人類這種擴張進程還在持續中，

例如現代的歐洲向澳大利亞和美國的

擴張、俄羅斯向西伯利亞，以及中國

向鄰近南亞的擴張。從10萬年前人類

起源到1萬年前農業社會萌芽，人類

的足ø（包括幾萬的狩獵社會的人口）

已經遍及了歐洲、非洲、亞洲、大洋

洲和南北美洲各個角落。當愈來愈多

的人群轉向以務農為生，各洲的人口

密度也都大大提高了。正如同狩獵社

會大約在1萬年前達到了承載力上限

一樣，農業社會也經歷了不穩定的增

長，繼而也經歷了饑荒、瘟疫和戰爭

所導致的人口縮減。

農業社會不能時刻與環境維持持

續的平衡。在中東、亞洲和美洲經歷

了早期的文明後，不穩定的灌溉系統

和貿易網絡被入侵者破壞，加上瘟疫

爆發，或者改朝換代造成的社會體系

的崩潰，使得該時期人口銳減。在經

歷幾十年甚至幾世紀的人口縮減後，

才因為新的帝國疏通了貿易網絡，減

少了各地區戰爭，使得人口又經歷新

一輪的增長。農作物自新大陸傳播、

蔓延、普及，為人類提供了最大的貢

獻。

公元1500年之後，由美洲大陸傳

播而來的新農作物（馬鈴薯、玉米、

木薯）使亞洲、歐洲和非洲的食物種

類增加bk。人口壓力促使歐洲居民向

外擴展，尋求新的地區居住。但是，

歐洲的擴張為美洲原居民帶來巨大的

災難——隨歐洲移民帶來的疾病和侵

略毀掉了他們的家園。

繼1萬年前的農業社會以後，世

界人口發展史上另一次轉折點發生於

1750年的工業革命。工業化實際上是

一系列的過程，它在十八世紀開始於

英國，並在此後的兩個半世紀中擴散

到世界上大部分區域。工業化和城市

化依然在今天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

洲進行B。工業革命帶來的科學知識

一般農業社區人口的

增加，可通過擴張周

邊土地的耕種而提供

更多的糧食，從而紓

緩人口壓力。農業人

口的不斷擴張逐漸取

代狩獵群落，揭示了

人口和社會變遷的同

步性。



世界人口增長 87
與社會變遷

的積累、交通和通訊的發展、生產量

的提高，以及政府結構和角色及職能

的變更，在人類歷史上都是無與倫比

的。這些社會、經濟和政治的變革改

變了人們的生存環境，極大地促進人

類的福祉和健康。工業革命初期對世

界人口死亡率的影響比較溫和，真正

意義上預期壽命的提升發生在二十世

紀，特別是二十世紀後半葉。如果用

存活壽命來量度壽命的長短，2000年

世界人口的生存人年數大約是人類有

史以來總和壽命的五分之一。無論人

類強大的主觀能動力對於整個自然界

而言是好事還是壞事，人類的選擇空

間都無疑是有史以來最大的。

三　二十世紀的人口轉變
　　與二十一世紀的展望

雖然世界人口數量在十八和十九

世紀已經開始增加，但真正意義上的

增長發生在二十世紀。二十世紀的世

界人口增長呈現出兩個重要特徵：第

一，人口增長率空前的高；第二，人

口增長呈現地域不平衡性，高速增加

的人口由原來的歐洲轉向比較貧窮的

非洲、拉丁美洲和亞洲。在二十一世

紀，這些地區的人口依然會快速增

加。在貧窮地區人口快速增加的同

時，發達地區的人口在逐漸減少。

這一重大變化對世界造成甚麼影響？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但是社會

學卻很少涉獵到這方面的研究。對於

貧富人口結構的研究，社會學家主要

聚焦於美國和其他幾個工業化社會。

當代世界人口增長呈現非常獨特

的現象，不僅人口基數巨大，而且人

口增長成份的價值也發生變化。早期

的人口增長是在高出生率和相對較高

的死亡率的條件之下發生。在二十世

紀，死亡率的下降無法在歷史上找到

對應的情況。在超低死亡率的情況

下，即使是些微的生育率水平提高，

也會引發巨大的人口增長。

在二十一世紀，由於始於上一世

紀初的生育率轉型導致了大多數工業

發達國家的零人口增長，尤其大部分

歐洲國家出現了負人口增長。此一全

球性的生育率轉型於1970年代從歐美

蔓延至亞洲、拉丁美洲和非洲。雖然

發展中國家人口增長率依舊很高，但

由於生育率繼續不斷下降以及年齡結

構逐漸向老齡傾斜，導致本世紀人口

增長放緩。

人口理論顯然無法準確預測影響

人口變遷的社會條件門檻值，但有一

些影響當代世界人口變遷史的普遍認

同的因素，如科學知識的積累，以及

與之伴隨的生產方式、健康護理和個

人行為的改進，會導致死亡率的降

低。死亡率的降低以及家庭角色的轉

變促使人們在當代社會降低了生育意

願bl。

貧窮地區的人口動力和緩慢的人

口轉型會導致生活在亞洲和非洲的人

口比例上升。除非大批國際移民遷移

到歐洲和北美，這些工業化國家的絕

對人口數量和相對人口比例都會持續

縮減。雖然全世界的經濟繁榮狀況和

福祉都在轉變，但是居住在發展中國

家的大批人口和發達國家的少數人口

之間的不平衡比例，可能會引發緊張

的政治關係。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

的居民消費水平和發展機會的不平

等，也可能會引起人們對國際政治關

係的不滿。

關於人口對資源和生態的長期影

響，一切都還尚待深入探索。二十世

紀世界人口的快速增加對於資源和生

人口理論顯然無法準

確預測影響人口變遷

的社會條件門檻值，

但有一些影響當代世

界人口變遷史的普遍

認同的因素，如科學

知識的積累，以及與

之伴隨的生產方式、

健康護理和個人行為

的改進。



88 政治與法律 態的影響並不太大。由於運用科學知

識，工業和農業的產量增加了，煤炭

和石油燃料的使用也增加了。然而，

部分人口生活水平（包括消費水平）的

提高卻對自然資源和食物供給提出新

的挑戰。可再生資源和新能源的供給

和利用，可能會幫助人類建立起可持

續發展的經濟以及生態環境。但是，

它們的實現需要技術的大幅度提升，

並且對世界政治環境有很高要求，需

要有全世界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合

作，以便平衡長期和短期的利益，共

同合作以維護生態環境。一旦人類行

為改變了全球氣候的變化，再去要求

已習慣於高消費的100億人口重建可

持續發展的生態環境，將困難重重。

除了龐大的人口數量外，二十一

世紀的人類社會必須適應有史以來最

老的人口結構。人口老齡化主要是由

生育率下降造成的，其次是由於壽命

的延長。老年人口比例的提高（少兒

比例的減少）將對未來人類社會的經

濟、社會和文化都產生深遠的影響。

當代福利國家必須轉型的一個明確歸

因，就是老齡化所導致的後果，即退

休老年人口相對於工作年齡人口比例

不斷增加，從而促使成年工作人口的

稅務負擔增加。儘管福利國家緩和甚

至消除了一般家庭一直以來所承擔的

養老負擔，但對社會養老和財政系統

造成了額外壓力。

面對老齡化的挑戰，樂觀的解決

方式有：維持快速的經濟增長，以供

養一個更健康的老年人口。同時，推

遲退休年限，以減少由於需要撫養愈

來愈多的老年人口所造成的政府財政

負擔。然而，有很多的其他因素妨礙

樂觀解決方案的實施，例如，不斷增

加的醫療成本和醫藥費用、被弱化的

家庭內部的代際撫養體系bm，以及老

人政治力量及權利的提升等所可能引

發的反面發展方向。在發展中國家，

老齡化帶來的影響及後果更為嚴峻，

因為這些國家老年人口的社會撫養體

系仍然很脆弱，而且老年人口的健康

狀況更加不確定bn。

人口老齡化對社會許多公共團體

的影響也同樣重大。一般而言，老年

人口更加保守，更傾向於規避風險，

不太願意支持投資教育的稅收，以及

政府其他對於孩童和年輕人有益的公

共政策。此外，老年人口的消費需求

會引起不同的經濟需求，甚至可能會

導致社會和文化轉型的節奏放緩，以

便配合市場和公共團體針對老年人口

需求優先順序的調整。老年人口數量

的增加對傳統家庭制度也有一定的衝

擊。在亞洲傳統的家庭體系U，老年

人備受尊崇，具有崇高的地位。但

是，這種文化原本出現在老年人口相

對稀少的地方，照顧相對較少的老年

人口的義務一般是由幾個成年子女及

其家庭共同承擔。隨B老年人口增

多，社會快速變化，在老年人口和他

們成年子女之間的緊密聯繫日益減少

的情況下，令人擔憂的是傳統的家庭

價值觀是否還會持續存在。

另外，家庭模式正在改變中。年

輕男女結婚成家的誘因也在減少；同

居作為一種選項或婚姻的前奏，已經

逐漸成為一種世界普遍現象bo。雖然

初婚年齡有上升的趨勢，但是同居年

齡尚未延後。在二十世紀，成年人口

死亡率的降低使婚姻歷程拉長，與此

同時，配偶死亡而再婚的現象也未有

增加。然而，婚姻卻隨B離婚危機

上升而更加不穩定，離婚率在西方發

達國家，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

後明顯增加。離婚率的增加可能部分

是由人口因素造成的，例如漫長的婚

面對老齡化的挑戰，

樂觀的解決方式有：

維持快速的經濟增

長，以供養一個更健

康的老年人口；推遲

退休年限，以減少由

於需要撫養愈來愈多

的老年人口所造成的

政府財政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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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生活，生育很少孩子甚至不生孩子

都可能導致婚姻的不穩定，但是主要

的原因還在於現代社會給予了個人

更多的自由空間去追尋個人利益和愛

好bp。不過，離婚率的增加並沒有妨

礙結婚率的上升，因為大多數離婚者

還會選擇再婚。對於配偶的不滿意也

許反映出他們對婚姻抱有很大的期

望。這些婚姻和家庭生活模式的變化

在未來幾十年中都會持續下去，也許

還會蔓延到現在仍處於經濟發展剛起

步的國家。

正如賴利（Edward A. Wrigley）所

言，人口趨勢永遠需要被闡釋，人口

模式和社會人口分析是洞悉和解讀社

會變化以及人類福祉改變的一面三稜

鏡。這也是為甚麼社會科學假設和推

測必須借助人口學論證的原因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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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趨勢永遠需要被

闡釋，人口模式和社

會人口分析是洞悉和

解讀社會變化以及人

類福祉改變的一面三

稜鏡。這也是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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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


